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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使用 CGSS2013年的数据，研究目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机

会不平等造成的，而个人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消解这种不平等。运用参数估计法和方

差分解方法得出以下结论：（1）目前中国的机会不平等相对系数高达 35.7%。年轻个体面临

的机会不平等小于年老个体，农村地区高于城市地区；（2）父亲的背景（受教育程度和职业）

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高达 9.9%，出生地和户口是单个贡献最大的两个环境变量，分别为

9.0%和 7.6%，其他环境变量也有较大贡献度；（3）在Roemer和Barry两种情境下，劳动力外流

和自身受教育两个努力变量对收入不平等分别贡献了 24.4%和 31.7%。环境不仅直接影响收

入，还可以通过影响努力间接影响收入（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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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过 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得到大幅提升，更成为世界范围内减少绝

对贫困发生率的主要贡献者。根据《中国扶贫开发报告 2016》（李培林等，2016）显示，1981~
2012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 11亿，同期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 7.9亿，占比 71.8%。但是，在经

济高速发展的背后，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固化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瓶颈。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今后工作的重点是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问题。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并未伴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而政府的一系

列诸如区域、城乡一体化的宏观发展战略和转移支付的微观政策工具也未能阻止贫富差距

的进一步扩大（黄祖辉、王敏，2003）。根据 Xie 和 Zhou（2014）的测算，中国的 Gini 系数从

1980年的 0.3增长到 2012年的 0.55，近乎翻了一番。即便在全球范围内，恐怕也难再有一个

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像中国这样变化地如此之多，如此之快（Naughton，2007）。

在学界，已经有大量的文献针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的起因做了研究，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包括由地理因素造成的区域不平等（Gustafsson & Li，2002；王洪亮、徐翔，2006）、由户口因素

造成的城乡不平等（Li & Gibson，2013；Sicular et al.，2007；Yang，1999），也包括诸如性别

（Chen et al.，2013；Matthews & Nee，2000）、政治地位（Morduch & Sicular，2000；Walder，
2002），以及人力资源（Fleisher et al.，2010）等因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收入不平等

远比想象的区域或者城乡不平等更为复杂，因为即便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问题也非常严

峻（Zhou et al.，2008）。

针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目前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两个议题：（1）不平等程度以及趋势的测

算；（2）造成这些趋势的主要原因。针对第一个议题，虽然大量的文献使用了多样化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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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本得出了一个共识，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

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渐加大（Benjamin et al.，2005；
Wan & Zhou，2005）。Bonnefond 和 Clément（2012）
认为农村的收入不平等甚至已经超过了城市。针

对第二个议题，相关文献都强调了劳动力外流、非

农就业以及汇款都是造成农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

因素（Howell，2017；Kung & Lee，2001；Scharf & Ra⁃
hut，2014；陈纯槿、李实，2013）。Clément（2016）通

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指出，农户不同的收入来源

中，农业收入有“消解”收入不平等的作用，而非农

收入会拉大农村的收入不平等。

然而，目前的相关研究，几乎没有探讨中国的

收入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是“公平的”，而在多大程

度上是“不公平”的。梁晨等（2012）的《无声的革

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
2002）》一文，引发了媒体和学界的热议（李春玲，

2015），引出了对社会中个体所面临的发展机会是

否平等的大讨论，“寒门难再出贵子”的说法盛极一

时。对于机会不平等问题研究的核心在于，收入不

平等的根源不仅仅来源于个体所付出的努力（或者

做出的选择），更植根于那些个体从出生就无法自

我调控的因素。

最早对“机会不平等”问题进行研究的是 20世

纪 60年代末和 70年代早期的一些哲学家（Bowles，
1972；Hanoch，1967；Weiss，1970），他们开始关注在

同等努力下，不同背景的个体所产生的不同经济

结果。这些文献的开创性在于，他们开始关注家

庭背景因素对于个人经济（诸如收入）的回报率。

之后，大量文献开始对这些由不受个人控制的因

素产生的不平等进行研究，而 Roemer（1993，1998）
最早对这个概念做了界定，并将其引入了经济学

的分析框架中。他将影响个人经济结果（比如收

入）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人的“努力”（选

择），诸如一个人付出多少精力在工作上，花多少

时间在学习上，这类因素是个人可以控制的；而另

一类因素是个人从出生就无法掌控的“环境”因

素，诸如性别、父母的工作和受教育程度、出生地

等等，而由这类因素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则被称为

“机会不平等”。

本文着眼于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量化

分析中国机会不平等的现状，尤其关注农村和城市

之间的差异。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

分回顾了机会不平等在实证分析中的应用；第三部

分介绍了主要的模型和相关的估计方法；第四部分

介绍了数据和相关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第五部分

讨论了主要的实证结果——中国机会不平等的程

度和各个环境变量的贡献度；第六部分将“努力”变

量引入分析框架，探讨个体如何通过自我选择改变

经济结果；第七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相关

的政策建议。

二、相关文献回顾

相较于收入不平等领域的其他研究，机会不平

等的研究虽然呈增长之势，但相对还较少。基于早

期一些学者的奠基性思想（Arneson，1989；Cohen，
1989；Dworkin，1981），大量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学者

开始反思，并不是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是不可接受

的。他们开始把收入不平等划分为两个部分：其一

是可以接受的不平等，产生的根源在于个人的选择

和努力程度，个人应该对此负责；其二是不可接受

的部分，这种不平等是个人出生就决定的无法掌控

的，对于该部分的不平等，政府应该予以政策补

偿。诚如前文中提到，Roemer（1998）首次将这个概

念放入经济学框架中，将可接受部分的因素归纳为

“努力”，而将不可接受部分的因素定义为“环境”，

由于环境所造成的不平等即为机会不平等。这个

定义也是利用事前法①（Ex-ante）估计机会不平等的

基础：Roemer 将所有的个体划分为不同的组别

（Type），在每一个组别中的个体拥有相同的“环境

（机会）”。通过这种划分，收入不平等被区分为组

内不平等和组间不平等，而后者（组间不平等）就可

以被用来衡量机会不平等。

基于Roemer的研究框架，大量的文献对不同国

家的机会不平等进行了研究，其中主要有两类方法

被广泛使用，非参数方法是其中之一。Checchi 和
Peragine（2010）选取了父母受教育程度、性别以及

居住地作为环境变量，利用非参数方法研究了意大

利的机会不平等。Lefranc等（2008）使用了随机占

优排序测度了机会不平等指数。然而，非参数方法

的使用仅限于组别（Type）很少的情况，因为一旦组

别个数增加，每个组别的观察值个数急剧减少，使

得估计得到的机会不平等系数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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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于数据的限制，大量的研究采用参数

方法进行估计。Bourguignon 等（2007）通过估计收

入关于环境和努力变量的方程，基于 5个环境变量

的反事实收入分布，计算了巴西的机会不平等。

Singh（2012）使用了类似的方法，基于父母受教育程

度、父母职业、种姓、宗教以及出生地等环境变量估

算了印度的机会不平等。其他的研究还包括 Chec⁃
chi 等（2010）对于 25 个欧洲国家机会不平等的测

度；Ferreira和 Gignoux（2011）对于一些拉丁美洲国

家机会不平等的估算。

但是关于中国机会不平等的研究较少。从国

际文献来看，只有两篇有所涉及：Zhang和 Eriksson
（2010）使用中国营养与健康数据估计了机会不平

等，考察了它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

之间有着相似的增长轨迹；Golley 和 Kong（2016）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数据，考察了教育不平等中的

机会不平等，他们发现户口因素是机会不平等的

最大贡献者，其他因素包括父亲受教育程度、出生

组（年龄）、出生省份、父母党员身份、性别、家庭规

模和民族。从国内文献来看，已有不少文章对教

育中的机会不平等进行了探讨（刘精明，2008；吴
愈晓，2013；李春玲，2003）。龚锋等（2017）发现，

当全体居民的努力提高之后，由外部环境差异导

致的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能显著降低。已有研究

还没有系统地测算过中国的机会不平等指数以及

不同环境变量的贡献度，更没有文章将努力变量

放入机会不平等的测算框架，这是本文致力于完

成的。

本研究对于整体机会不平等的测算，主要借鉴

了 Bourguignon等（2007）的参数估计方法。他们的

文章也提出了估计每一个环境变量贡献度的方法，

但之后被证明该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Bourguignon
et al.，2013）。因此，对于环境变量贡献度的测算，

本文参考了Björklund等（2011）的最新方法，在这篇

文章中，他们使用了 Shapley 值分解测算了每一个

环境变量对瑞典机会不平等的贡献。最后，本文参

考 Jusot等（2013）的方法，将努力变量进一步加入到

机会不平等的分析框架中，通过识别几个关键的努

力变量，探讨在多大程度上个体可以通过“努力”改

变自身的命运。对于相关方法的具体运用，详见下

节。

三、模型

（一）机会不平等的衡量

首先引入一组有限个体 i∈{1，……，N}，每一个

个体拥有集合{yi，Ci，Ei}，其中 y代表个体收入，C代

表不受个体控制的“环境”向量，E代表可以自我选

择的“努力”向量。Ci包括 J个元素，每个元素对应

一个环境 j，则Ci
j可以取有限个数值 xj，∀i。如此，可

以把所有个体划分为 K个组别（Type），每一个组别

中的个体拥有相同的环境（Roemer，1998），Π∈{T1，

T2，……，Tk}，并且满足T1∪……∪Tk={1，……，N}，Th∩
Tl=∅，∀h，∀l，以及 Ct=Cj，∀t，∀j，其中，t∈Tk，j∈Tk，∀
k。通过这个定义可以得出，可能的最大组别个数

为K=∏j=1Jxj。

根据Roemer（1998）、Bourguignon等（2007）以及

Ferreira和 Gignoux（2011）所提出的参数估计方法，

首先提出如下关系式：

y=f（C，E，u） （1）
其中，y代表个体收入，是环境变量C、努力变量

E和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函数。环境变量在这里是

经济外生的，而努力变量进一步是由环境变量和其

他不可观测因素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1）式可

以被写为：

y=f（C，E（C，v），u） （2）
假定收入分布独立于“环境”，即F（Y|C）=F（Y），

并且下面的两个条件得到满足，那么也就实现了

Roemer 所 提 出 的 机 会 平 等（Bourguignon et al.，
2007）。

（i）∂f（C，E，u）/∂C=0，∀C，在给定“努力”的情况

下，“环境”对于收入没有直接影响。

（ii）G（E|C）=G（E），∀E，∀C，“努力”应该独立于

“环境”，换句话说，环境对于努力没有因果影响。

在这样的定义之下，测量机会不平等也就意味

着测量在多大程度上 F（Y|C）≠F（Y）。诚如在第二

部分中所述，对于这种测量目前主要有参数和非参

数两种方法，本文主要采用了参数方法进行估计。

根据（1）式，（2）式，可以得到如下的线性关系式：

（3）
（4）

其中，β和 γ分别是环境变量和努力变量在收入

方程中的系数，而 λ则代表了环境对于努力的影响

ln(y) = α+ βC+ γE+ u

E= λC+ e

-- 29



系数。将（4）式代入（3）式，可以得到如下的方程：

（5）
该方程可直接采用OLS通过以下（6）式进行估计：

（6）
其中，ρ包含了环境对于收入的直接影响，以及

环境通过影响努力进而影响收入的间接影响，ε表

示误差项。利用估计系数 ρ以及环境变量的真实数

值，可以构建收入的一个平滑分布②：

（7）
由此，机会不平等的参数平滑估计值为③:

（8）
其中，I代表不平等衡量指数，本文使用广义熵

指数 GE（0），因为这个指数普遍用于机会不平等分

解（Ferreira & Gignoux，2011）。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遗漏变量的存在，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环境变

量，因此通过这个方法得到的机会不平等指标往往

比真实值偏小，因此在解释这些系数的时候需要格

外谨慎（Golley & Kong，2016）。

（二）机会不平等的分解

上述方法能够测算整体机会不平等系数，而为

了进一步分析每一个环境变量的贡献程度，Bour⁃
guignon等（2007）做出了一些开创性的尝试④，但在

他们最新的论文里进一步指出，这种方法其实存在

很大的缺陷，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取的（Bourgui⁃
gnon et al.，2013）。

因此，本文采用了Björklund等（2011）最新的参

数 方 法 ，使 用 Shapely 值 分 解（Shorrocks，1982，
2012），来测量每一个环境变量的贡献度。具体而

言，首先需要产生包含 k 个因子（环境变量）的

“集”。然后，逐步剔除每一个因子，由于每一个因

子都有“退出”或者“进入”两种选择，因此可以得到

2k个子集。接着，针对每一个因子，依次比较包含

这个因子的子集与不包含这个因子的子集之间不

平等系数的差距。在这样的比较中，其他因子出现

的顺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2k-1），对所有这些结

果取平均就得到了该因子的贡献度。虽然这个过

程计算量很大，但是相较于其他分解方法有两个优

点：其一，该分解考虑到不同因子的排序；其二，所

有因子的贡献度相加等于总的机会不平等指数

（Juarez & Soloaga，2014）。

为了证明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稳健的，再

次根据 Björklund 等（2011）的思路对（6）式进行修

正，考虑了误差项 εi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在于每

一个组别可能都有自己的方差 σ2
t=var[εt|Xt]。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使用每个组别内部方差的加权平均

来标准化整个分布σ2=∑tftσ2
t。由此可以将（6）式中

的 εi分解为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在不同组别有

着不同的取值，而另一个部分则为新的残差项，在

不同组别有相同的取值。

（9）
其中，k=（1/∑ tftσ2

t）- 1/2，vi=εi，t /kσt 是新的残差

项，ε~i，t=εi-vi则测度了组别异质性对于个人收入的

影响。通过这样的操作，可以按照上述类似的方法

测度总的机会不平等，只是此时可以得到 2k+1个子

集，此时的机会不平等不仅包括了所有环境变量的

贡献，也包含了“组别”异质性的贡献。

（三）分析框架的拓展：“努力”变量的考察

上述方法测度了机会不平等系数以及各个环

境变量的贡献度，但是该方法的缺陷在于遗失了努

力变量，一旦遗失的努力变量与回归中的环境变量

相关，所得到的机会不平等很可能是有偏误的。为

此，参考了 Jusot等（2013）的思路，开创性地将努力

变量置入机会不平等的分析框架中。

该方法的核心思想在于 Roemer（1998）和 Barry
（2005）关于“环境”与“努力”变量之间关系的争

辩。Roemer的思想已经在上述章节中详述，其核心

在于个人的努力是对其所处环境的反应，在一定程

度上由环境所决定。相关致力于“机会平等”的社

会政策，应该将这部分环境所产生的不平等剔除，

因为它反映的也是个人的选择。Roemer例举了在

美国学校，亚洲学生往往更加刻苦的例子，他认为

亚洲学生的这种努力，是由于他们的父母强迫他们

这样做（受环境影响）。这个观点体现在（4）式中，

努力变量E是环境变量C的函数，通过该式，可以得

到剔除了环境影响的“纯努力”，也就是残差项 e。

因此可以用 e，来代替（3）式中的 E，并由此得到如

下的收入方程估计式：

（10）
由于所使用的努力变量是二元变量，采用 pro⁃

bit模型对（4）式进行了估计。但是这也就意味着无

ln(y) = α+C(β+ γλ) + γe+ u

ln(y) = α+ ρC+ ε

{ }ŷi , ŷi = exp [Cγ̂]

IOAD = I({ŷi}),IORD = I({ŷi})/I({yi})

ln(yi) = α+ ρCi + εi
= α+ ρCi + εi - εi, t/kσt + εi, t/kσt
= α+ ρCi + ε͂ i, t + vi

ln ŷ= α̂C+ β̂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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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直接得到残差项，因此采用如下方法估计了广义

残差（Gourieroux et al.，1987）：

（11）
与Roemer的观点不同，Barry（2005）认为，无论

环境对努力是否有影响，一个人的努力应该在估计

中被全盘考量。在亚洲学生的例子中，他们付出的

努力程度，即便受到父母观念的影响，也依旧是他

们自由意志的体现。在这种观点之下，收入方程中

的努力变量应该采用原值，而非残差值。

（12）
通过分别估计（10）和（11）式，可以得到两种情

境下的收入方程，然后采用方差分解方法计算环境

变量和努力变量的贡献度（Jusot et al.，2013）。该

分解方法具体如下:
（13）

其中，ŷc是环境相关的不平等，ŷe|E是（两种情境

下）努力相关的不平等，环境和努力的贡献度可以

通过计算下式所得：

（14）
四、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该调查对中国内地

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0000多户家庭进行连续性截

面调查，收集了社区、家庭和个人多个层次的信息。

本文选取了 2013年的数据集作为分析样本，在剔除

缺失值后，样本观测值为7136个⑤，其中农村样本4310
个，城市样本 2826个。相关的变量选取如下。

收入变量。本文选择个体的年总收入作为分

析对象。由表 1可以看到，2012年个人年收入的平

均值为 27532元，城市人口收入显著大于农村。下

文在估计收入决定方程时，对其取了自然对数。

环境变量。参考文献回顾部分的相关研究，选

取了 6个最为常用的环境变量：性别、父亲受教育程

度、父亲职业、出生地、户籍、出生组（年龄）。性别

变量为二元变量（男=1，女=0），表 1显示男性收入

明显高于女性；针对父亲受教育程度，将其编码为

包含 4个类别（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的类

别变量，表 1显示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收入

会相对更高；父亲职业变量也被重新编码为务农（=
1）和非农（=0）的二元变量，父亲非农就业的子女明

显拥有更高的收入；针对出生地变量，将其转化为

“东部—中部—西部”的类别变量，出生在东部地区

的个体收入相对更高。针对户籍变量，也将其重新

编码，使其成为农业户口（=1）和非农业户口（=0）的

二元变量，表 1显示在各个“环境”群组中，城市个

体收入明显都高于农村。最后，根据个体的出生年

份，将其划分为 4个年龄组（20~30岁，31~40岁，41~
50岁，51~60岁），表 1显示不同年龄组的收入分布

呈现倒 U型，随着年龄增加先上升后减少，符合理

论预期，同时表 2显示这个趋势在不同环境组别中

依旧存在。由此可以初步看到，某些个体（在东部

出生、处在适龄阶段、拥有城市户口，其父亲拥有更

高的受教育程度并且非农就业的男性）拥有更好的

获得高收入的机会。

努力变量。参考 Bourguignon 等（2007）以及

Singh（2012）的思路，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努力变量，

因此主要选取了两个最为关键的变量：个人受教育

程度以及移民（劳动力外流）。人力资本和工作经

历一直是决定收入的两个重要因素，个人教育程度

是人力资本的重要体现，而劳动力的外流往往受更

E(e/E) =
φ(λC)

ϕ(λC)[1 -ϕ(λC)] [E-ϕ(λC)]

ln ŷ= α̂C+ β̂E

σ2( )ŷy = cov( )ŷc, ŷy + cov(ŷe|E)

COC= cov(ŷc, ŷy)/σ2( )ŷy

COE= cov(ŷe|E)/σ2( )ŷy

表 1 描述性统计（按农村—城市划分）

样本观测值
个人年收入（元）

户口
农村
城市
性别
男性
女性
父亲受教育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父亲职业
务农
非农
出生地
东部
中部
西部
年龄组
20~30岁
31~40岁
41~50岁
51~60岁
移民（劳动力流动）
外流
不外流
个人教育
初中以下
初中及以上

整体样本
7136
27532

比例

0.60
0.40
0.51
0.49
0.30
0.36
0.19
0.15
0.53
0.47
0.38
0.36
0.26
0.19
0.25
0.30
0.26
0.11
0.89
0.58
0.42

收入

20821
37766
35120
19658
16770
26695
32724
44779
19792
36264
39332
21110
19016
29129
35537
26644
19649
41822
25755
17628
41440

农村样本
4310
20821

比例

0.50
0.50
0.38
0.38
0.16
0.08
0.73
0.27
0.27
0.41
0.32
0.19
0.24
0.33
0.24
0.13
0.87
0.78
0.22

收入

28333
13323
14246
22914
24686
35524
17845
28960
31675
18160
15220
24788
26795
20599
12195
35328
18717
16352
36737

城市样本
2826
37766

比例

0.52
0.48
0.17
0.33
0.25
0.25
0.22
0.78
0.56
0.29
0.15
0.18
0.27
0.27
0.28
0.09
0.91
0.28
0.72

收入

44987
29816
25670
33361
40333
49060
29592
40097
44935
27451
31287
36128
47264
37926
29509
56412
36012
22975
4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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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工作机会驱动（对农村个体而言尤其如此）。

针对个人受教育程度，为了之后的分析更为方便，

将其编码为二元变量（初中及以上=1），同时劳动力

流动变量也为二元变量（外流=1）。表 1 和表 2 显

示，外出务工以及更高的受教育程度都将为个人带

来更高的收入，这个趋势无论在农村、城市还是不

同的年龄组中依旧明显。由此可以初步看到，努力

对于改变个人收入现状的重要性，接下来的章节将

详细讨论环境和努力如何决定个人收入。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参数法的思路，首先估计了（6）式，表 3为

估计结果。第一列显示其结果与上述描述性统计

结果基本一致。男性比女性收入更高，出生在东部

并且拥有城市户口的个人也拥有更高收入。父亲

的背景对子女的收入也至关重要，父亲从事非农工

作并且拥有高学历的个体更有可能获得高收入。

从年龄组系数来看，依旧呈现倒U型趋势，31~40岁

个体拥有最高的收入。

接着，进行了分样本回归，分别估计了不同年

龄组和不同户籍的收入方程。表 3的结果显示，不

同年龄组之间的估计系数大多很显著，系数符号也

与整体样本估计结果一致。唯一的特例是 20~30岁

年龄组父亲职业的系数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

20~30岁是个人工作的起步阶段，个人收入之间的

差距还不明显。表 4的结果显示农村和城市样本回

归的系数也符合预期，值得注意的是农村样本的性

别系数是城市样本的两倍多，这说明在农村地区，

男女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可能更为严重，在之后的分

析中也可以看到，户籍和性别对于机会不平等的贡

献度非常高。

（二）收入不平等中的机会不平等

根据以上的估计结果以及第三部分所述的方

法，分别估算了全样本，不同年龄组和户籍组的机会

不平等系数。其结果如表 5所示。表 5的前两行首

先列出了收入不平等系数，为了便于比较，分别列出

了GE（0）和Gini的估计结果。全样本结果显示，两

个系数结果都大约为 0.5，其中年龄更大的年龄组不

平等程度更高，而农村个体的不平等系数比城市高

出很多。

表 5的第三行和第四行列出了机会不平等的估

算结果，在此本文主要关注相对系数。针对全样本

而言，其机会不平等相对系数高达 35.7%，这意味着

中国目前的收入不平等中，有 35.7%的部分是个人

出生就决定，不受个人控制的。在不同年龄组中，

表 3 基于出生组的收入方程OLS回归结果

表 2 描述性统计（按出生组划分）

样本观测值
个人年收入（元）

户口
农村
城市
性别
男
女
父亲受教育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父亲职业
务农
非农
出生地
东部
中部
西部
移民
外流
不外流
个人教育
初中以下
初中及以上

20~30岁
1327
29129

比例

0.62
0.38
0.51
0.49
0.07
0.28
0.35
0.30
0.42
0.58
0.39
0.33
0.28
0.22
0.78
0.38
0.62

收入

24788
36128
36056
21804
19827
21557
29712
37915
23314
33284
37359
24946
22562
39693
26188
18660
35541

31~40岁
1796
35537

比例

0.57
0.43
0.48
0.52
0.17
0.40
0.26
0.17
0.51
0.73
0.40
0.34
0.26
0.14
0.86
0.52
0.48

收入

26795
47264
47544
24431
21206
33014
38160
51663
24747
46545
51005
28328
21526
48256
33451
22721
49208

41~50岁
2164
26644

比例

0.65
0.35
0.52
0.48
0.37
0.39
0.14
0.10
0.60
0.40
0.35
0.38
0.27
0.07
0.93
0.68
0.32

收入

20599
37926
34864
17842
18326
26169
31516
51252
19542
37207
39885
20046
18618
42083
25502
17545
45999

51~60岁
1849
19649

比例

0.57
0.43
0.52
0.48
0.50
0.36
0.08
0.06
0.56
0.44
0.40
0.38
0.22
0.05
0.95
0.68
0.32

收入

12195
29509
23704
15175
13692
23431
27060
37191
13846
26931
28831
13735
13412
31091
19009
13581
32794

性别（男性=1）
户口（农村=1）

父亲教育（文盲为对照组）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父亲职业（务农=1）
出生地（东部为对照组）

中部

西部

年龄组（20~30岁为对照组）

31~40岁

41~50岁

51~60岁

常数项

N
Adjusted R-squared

F

个人收入对数
全样本
0.484***

(0.02)
-0.450***

(0.03)
0.216***

(0.03)
0.294***

(0.04)
0.339***

(0.04)
-0.173***

(0.03)
-0.403***

(0.03)
-0.643***

(0.03)
0.121***

(0.03)
-0.106***

(0.03)
-0.449***

(0.04)
10.168***

(0.05)
6383
0.322

277.024

20~30岁
0.362***

(0.05)
-0.231***

(0.07)
0.160
(0.11)
0.366***

(0.11)
0.434***

(0.12)
-0.092
(0.07)

-0.308***

(0.07)
-0.457***

(0.07)

9.948***

(0.13)
1095
0.159
26.914

31~40岁
0.554***

(0.04)
-0.339***

(0.05)
0.205***

(0.06)
0.277***

(0.07)
0.284***

(0.08)
-0.223***

(0.05)
-0.382***

(0.05)
-0.710***

(0.05)

10.244***

(0.07)
1644
0.316
95.948

41~50岁
0.552***

(0.04)
-0.448***

(0.05)
0.147***

(0.05)
0.252***

(0.07)
0.383***

(0.08)
-0.175***

(0.05)
-0.390***

(0.05)
-0.628***

(0.05)

10.042***

(0.06)
1983
0.284
99.260

51~60岁
0.430***

(0.04)
-0.690***

(0.05)
0.241***

(0.05)
0.196**

(0.09)
0.389***

(0.10)
-0.133**

(0.06)
-0.483***

(0.05)
-0.728***

(0.06)

9.902***

(0.06)
1661
0.347

111.066

中国收入分配中的机会不平等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 32



《管理世界》(月刊)
2018年第 3期

51~60 岁年龄组的个体面临最高的机会不平等现

状，高达 40.3%，而 20~30岁年龄组的个体机会不平

等现状有很大缓解，其系数为 18.6%。这在很大程

度上可能归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20~30岁年龄组

的个体正好是改革开放后首批出生的，相比于祖辈

和父辈，他们从出生就生活在更加开放和公平的社

会环境。进一步看户籍组的状况可以发现，农村地

区不仅收入不平等系数更高，其机会不平等系数

（27.6%）也比城市地区（18.7%）高出很多。

接着，通过 Shapley值分解方法，对 6个环境变

量的贡献度进行了测算。整体样本的结果显示，

出生地和户口是对收入不平等单个贡献最大的两

个环境变量，其贡献度分别为 9%和 7.6%，而其他

环境变量的贡献度也非常大，性别为 5.5%，父亲受

教育程度为 4.9%，年龄组为 4.7%，父亲职业为

4.0%。事实上，如果把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

两个变量的贡献度加起来，这个系数高达 9.9%，可

见父亲的背景对子女收入的重要性，现今很热的

“拼爹”一说并非空穴来风。针对不同的年龄组和

户籍组，所有结果大致符合理论预期，其中有几点

值得强调：其一，出生地的贡献度在所有组别中都

非常大，可见现今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严峻性；

其二，户籍变量对于年龄愈大的年龄组贡献度愈

大，在 51~60岁年龄组，贡献度甚至达到了 14.5%，

这与中国历史上针对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政策变化

相关，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

到严格限制，而工农剪刀差的存在使得农村地区

和城市地区发展两极化；其三，农村地区的性别变

量贡献度高达 8.0%，明显高于城市地区的 3.2%，这

也与之前的回归结果一致，显示农村地区的性别

不平等问题更加严峻。

以上结果大致呈现了中国机会不平等的现状

以及在不同年龄组和户籍组的趋势。但是为了验

证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考虑了（6）式中的组别（残

差）异质性问题，依据（9）式加入了异质性的影响，

其结果如表 6 所示。表 6 显示异质性的贡献度在

0.01%到 0.5%之间，整体机会不平等相比表 5结果

略微上升，而其他环境变量的贡献度变化不大。这

个结果与Björklund等（2011）中的案例一致。

六、个人努力的效应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目前中国的机会不平等

程度已经很高，尤其对于农村地区而言，收入不平

等和机会不平等系数都远远高于城市。接下来的

表 4 基于农村—城市的收入方程OLS回归结果

表 6 中国机会不平等系数（考虑异质性）

表 5 中国机会不平等系数（不考虑异质性）

性别（男性=1）
户口（农村=1）

父亲教育（文盲为对照组）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父亲职业（务农=1）
出生地（东部为对照组）

中部

西部

年龄组（20~30岁为对照组）

31~40岁

41~50岁

51~60岁

常数项

N
Adjusted R-squared

F

个人收入对数
全样本
0.484***

(0.02)
-0.450***

(0.03)
0.216***

(0.03)
0.294***

(0.04)
0.339***

(0.04)
-0.173***

(0.03)
-0.403***

(0.03)
-0.643***

(0.03)
0.121***

(0.03)
-0.106***

(0.03)
-0.449***

(0.04)
10.168***

(0.05)
6383
0.322

277.024

农村样本
0.626***

(0.03)

0.212***

(0.04)
0.260***

(0.05)
0.339***

(0.07)
-0.203***

(0.04)
-0.392***

(0.04)
-0.733***

(0.04)
0.060
(0.05)

-0.212***

(0.05)
-0.678***

(0.05)
9.800***

(0.06)
3775
0.264

136.620

城市样本
0.293***

(0.03)

0.117***

(0.04)
0.274***

(0.05)
0.340***

(0.05)
-0.088**

(0.04)
-0.451***

(0.03)
-0.445***

(0.04)
0.238***

(0.05)
0.063
(0.05)

-0.139***

(0.05)
10.106***

(0.06)
2608
0.186
60.385

收入不平等
GE(0)
Gini

机会不平等

绝对系数（IOA）

相对系数（IOR，%）

分解（%）
性别
户口

父亲受教育程度
父亲职业
出生地
年龄组

全样本

0.504
0.500
0.180
(0.007)
35.7

(0.007)
5.5
7.6
4.9
4.0
9.0
4.7

年龄组（岁）
20~30
0.418
0.455
0.078
(0.011)
18.6

(0.011)
3.9
3.4
3.4
1.9
6.0

31~40
0.452
0.481
0.148
(0.011)
32.7

(0.011)
8.5
6.5
3.1
4.4
10.9

41~50
0.510
0.512
0.156
(0.011)
30.7

(0.011)
7.2
7.9
3.5
3.8
8.3

51~60
0.514
0.499
0.207
(0.015)
40.3

(0.015)
3.8
14.4
4.5
5.3
12.2

户籍组
农村

0.559
0.530
0.154
(0.008)
27.6

(0.008)
8.0
3.5
1.8
7.6
6.9

城市

0.335
0.427
0.063
(0.005)
18.7

(0.005)
3.2
3.5
0.8
7.6
3.6

收入不平等
GE(0)
Gini

机会不平等
相对系数（IOR，%）

分解（%）
性别
户口

父亲受教育程度
父亲职业
出生地
年龄组
异质性

全样本

0.504
0.500
35.7
5.6
7.6
4.9
4.0
9.0
4.8
0.01

年龄组（岁）
20~30
0.418
0.455
18.8
3.9
3.3
3.5
1.9
6.0
0.2

31~40
0.452
0.481
33.5
8.5
6.5
3.1
4.3
11.0
0.04

41~50
0.510
0.512
31.0
7.1
7.8
3.5
3.9
8.2
0.5

51~60
0.514
0.499
40.8
3.8
14.5
4.5
5.3
12.3
0.4

户籍组
农村

0.559
0.530
27.7
8.0
3.4
1.8
7.6
6.8
0.07

城市

0.335
0.427
19.1
3.2
3.5
0.8
7.5
3.6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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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通过第三部分所述的方法，考察了劳动力流动

和自身教育这两个努力变量对于机会不平等（尤其

是农村地区）的消解作用。

首先估计了（4）式，分析了环境变量对于努力

变量的影响，以便能够从努力变量中剔除来

自于环境变量的作用，从而获得“纯努力”，即

（11）式中的 E（e|E）。针对全样本、农村样本

以及城市样本分别使用环境变量对移民和自

身教育进行了回归，相关结果如表 7所示，符

合理论预期。比如，男性、拥有城市户口、出

生在东部以及拥有更好背景（高学历、非农就

业）的父亲的个体倾向于拥有更高的受教育

经历；与受教育程度变量不同，父亲如果务

农，则子女更倾向于向外流动，这一效应在农

村样本中更为显著。

接着，加入了努力变量估计了完整的收

入方程（10）式和（12）式，分别代表 Roemer和
Barry两种情境。表 8分别列出了全样本、农

村以及城市子样本的估计结果。与表 4相比，

加入努力变量后，环境变量的系数大小和显

著性无大变化，而调整后R平方显著增大，说

明增加努力变量后，对收入方程的解释力度

变大。最为重要的是，移民和自身教育的提

升，确实对提升个人收入都有显著的正向作

用，这也与理论预期相符。其次，在Roemer情
境中，两个努力变量的系数更小，这是因为该

情境下的努力变量被剔除了来自于环境的间

接影响（表 7）。

在以上两个步骤的基础上，通过（13）式

和（14）式测算了“努力”和“环境”的贡献度，

其结果如表 9所示。本文重点关注“努力”变

量的贡献度，因为在该方法下，只加入了两个

努力变量，这使得环境变量的相对贡献度会

显著提升（表 9显示环境贡献度远远大于上述

计算的机会不平等指数），因此与上一部分的

机会不平等指数没有直接可比性。但通过该

表 7 “环境”变量对“努力”变量的影响：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表 8 “环境”和“努力”变量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性别（男性=1）
户口（农村=1）

父亲教育（文盲为对照组）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父亲职业

出生地（东部为对照组）

中部

西部

年龄组（20~30岁为对照组）

31~40岁

41~50岁

51~60岁

常数项

观察值

受教育程度
整体样本
0.270***
(0.0349)

-1.118***
(0.0400)
0.328***
(0.0459)
0.716***
(0.0565)
0.875***
(0.0648)

-0.269***
(0.0401)

-0.219***
(0.0410)

-0.336***
(0.0461)

-0.360***
(0.0532)

-0.665***
(0.0537)

-0.711***
(0.0580)
0.668***
(0.0736)
7136

农村
0.319***
(0.0461)

0.319***
(0.0586)
0.652***
(0.0742)
0.761***
(0.0913)

-0.337***
(0.0514)

-0.307***
(0.0554)

-0.366***
(0.0588)

-0.463***
(0.0648)

-0.712***
(0.0663)

-0.551***
(0.0734)

-0.353***
(0.0901)
4310

城市
0.196***
(0.0541)

0.393***
(0.0743)
0.840***
(0.0892)
1.011***
(0.0955)

-0.186***
(0.0647)
-0.127**
(0.0625)

-0.350***
(0.0764)
-0.218**
(0.100)

-0.616***
(0.0979)

-0.825***
(0.100)

0.570***
(0.119)
2826

移民
整体样本
0.105**
(0.0411)
0.257***
(0.0508)
0.260***
(0.0572)
0.309***
(0.0692)
0.298***
(0.0790)
0.152***
(0.0503)
-0.0596
(0.0485)

-0.230***
(0.0552)

-0.276***
(0.0549)

-0.660***
(0.0601)

-0.737***
(0.0686)

-1.253***
(0.0869)
7136

农村
0.137***
(0.0514)

0.248***
(0.0654)
0.316***
(0.0834)
0.295***
(0.106)

0.173***
(0.0615)

-0.196***
(0.0611)

-0.422***
(0.0671)

-0.224***
(0.0684)

-0.725***
(0.0749)

-0.786***
(0.0870)

-0.905***
(0.100)
4310

城市
0.0766
(0.0694)

0.215*
(0.123)
0.276**
(0.133)
0.287**
(0.136)
0.112

(0.0885)
0.127

(0.0800)
0.147

(0.0971)
-0.356***
(0.0937)

-0.527***
(0.102)

-0.647***
(0.114)

-1.339***
(0.151)
2826

性别（男性=1）
户口（农村=1）

父亲教育（文盲为对照组）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父亲职业（务农=1）
出生地（东部为对照组）

中部

西部

年龄组（20~30岁为对照组）

31~40岁

41~50岁

51~60岁

移民（外出务工=1）
教育（初中及以上=1）

常数项

观察值
R-squared

个人收入对数
Barry情境

全样本
0.446***
(0.0212)

-0.311***
(0.0277)
0.160***
(0.0273)
0.169***
(0.0357)
0.204***
(0.0405)

-0.154***
(0.0262)

-0.367***
(0.0256)

-0.576***
(0.0281)
0.196***
(0.0335)
0.0363
(0.0341)

-0.296***
(0.0367)
0.487***
(0.0346)
0.435***
(0.0264)
9.788***
(0.0497)
6383
0.373

农村
0.579***
(0.0296)

0.164***
(0.0351)
0.149***
(0.0500)
0.211***
(0.0646)

-0.177***
(0.0359)

-0.319***
(0.0374)

-0.630***
(0.0387)
0.159***
(0.0471)
-0.0363
(0.0473)

-0.517***
(0.0516)
0.506***
(0.0458)
0.450***
(0.0382)
9.501***
(0.0644)
3775
0.318

城市
0.266***
(0.0281)

0.0385
(0.0434)
0.120**
(0.0499)
0.179***
(0.0520)

-0.0732**
(0.0360)

-0.447***
(0.0330)

-0.415***
(0.0406)
0.276***
(0.0444)
0.157***
(0.0461)
-0.00380
(0.0485)
0.381***
(0.0507)
0.452***
(0.0341)
9.783***
(0.0640)
2608
0.257

Roemer情境
全样本
0.461***
(0.0211)

-0.360***
(0.0265)
0.184***
(0.0272)
0.214***
(0.0354)
0.251***
(0.0402)

-0.168***
(0.0261)

-0.378***
(0.0256)

-0.599***
(0.0280)
0.164***
(0.0334)
-0.0218
(0.0337)

-0.356***
(0.0363)
0.303***
(0.0216)
0.261***
(0.0160)
10.39***
(0.0481)
6383
0.372

农村
0.598***
(0.0295)

0.184***
(0.0350)
0.191***
(0.0498)
0.259***
(0.0642)

-0.194***
(0.0358)

-0.336***
(0.0373)

-0.656***
(0.0385)
0.114**
(0.0469)
-0.107**
(0.0465)

-0.583***
(0.0510)
0.315***
(0.0286)
0.278***
(0.0236)
10.09***
(0.0645)
3775
0.318

城市
0.277***
(0.0281)

0.0707
(0.0432)
0.172***
(0.0493)
0.233***
(0.0513)

-0.0827**
(0.0360)

-0.451***
(0.0330)

-0.434***
(0.0406)
0.264***
(0.0443)
0.122***
(0.0458)
-0.0531
(0.0481)
0.240***
(0.0317)
0.265***
(0.0201)
10.32***
(0.0644)
2608
0.257

表 9 “环境”与“努力”贡献度

全样本
Roemer 情境
Barry 情境
农村样本
Roemer 情境
Barry 情境
城市样本
Roemer 情境
Barry 情境

“环境”贡献度

75.6%
68.3%
75.7%
70.6%
64.6%
60.0%

“努力”贡献度

24.4%
31.7%
24.3%
29.4%
35.4%
40.0%

中国收入分配中的机会不平等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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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可以看到加入回归的努力变量（劳动力流动和

自身教育）会对整个收入不平等有多大贡献。表 9
显示，仅仅这两个变量，在Roemer和Barry两种情境

下就分别贡献了 24.4%和 31.7%。通过计算两者的

差值可以知道，这两个努力变量大概有 7.3%的贡献

来自于环境的影响，也就意味着环境不仅直接影响

收入，还可以通过影响努力进而间接影响收入。接

着比较农村和城市子样本下的努力贡献度发现，虽

然移民和自身受教育在表 8中对于农村样本的系数

更大，但就其贡献度而言，城市个体的移民和受教

育程度会更大程度地拉大收入差距（在两种情境下

的贡献度分别为 35.4%和 40.0%），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城市地区在诸如教育、职业培训等配套资

源上远远好于农村地区。但是毋庸置疑地是，劳动

力外流和自身教育对农村个体的收入差距也有很

大的拉大作用（在两种情境下的贡献度分别为

24.3%和 29.4%），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一点具有

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因为缩小收入差距对

农民工福利提高也有很大促进作用（袁方、史清华，

2013）。

七、结论性评述

本文致力于探讨目前中国收入不平等在多大

程度上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而个人努力在多大

程度上可以消解这种不平等。通过这种探讨，本文

希望运用科学的量化方法，对目前社会和媒体广泛

讨论的“拼爹”、“寒门难再出贵子”现象有进一步深

入的认识。本文使用了 CGSS2013年的数据，并将

其按照年龄组和户籍划分了子样本，运用广泛使用

的参数方法，估计了中国的机会不平等系数；利用

相对有效的 Shapley 值分解方法，分解了每一个环

境变量的贡献度；同时采用方差分解方法，探究了

劳动力流动和自身教育两个变量对于收入差距的

贡献度。

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包括：（1）目前中国机会

不平等相对系数高达 35.7%。在不同年龄组中，年

轻个体面临的机会不平等小于年老个体，这在很

大程度上可能归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农村地

区不仅收入不平等系数更高，其机会不平等系数

（27.6%）也比城市地区（18.7%）高出很多。（2）
Shapley值分解结果显示，父亲的背景（受教育程度

和职业）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高达 9.9%，出生地

和户口是单个贡献最大的两个环境变量，分别为

9%和 7.6%，而其他环境变量的贡献度也非常大，

性别为 5.5%，父亲受教育程度为 4.9%，年龄组为

4.7%，父亲职业为 4.0%。（3）将两个努力变量加入

分析框架后发现，在 Roemer和 Barry两种情境下努

力变量分别贡献了 24.4%和 31.7%。环境不仅直接

影响收入，还可以通过影响努力进而间接影响收

入（7.3%）。在农村和城市两个子样本下，劳动力

流动和自身受教育程度对收入差距都具有较高的

贡献度，其中城市样本略高于农村样本。

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机会不平等系数

已经相对较高，比如巴西 32.3%，危地马拉 33.5%，

巴 拿 马 30.1% ，哥 伦 比 亚 25.9%（Ferreira & Gig⁃
noux，2011），埃及 27%（Assaad et al.，2017），印度

26%（Singh，2012）等等。政府应该重视机会不平

等问题，采用切实可行的措施缓解该问题的加

剧。其一，应该实施一系列的补偿性政策，对由于

机会不均引起的不平等予以补偿，对能够识别的

弱势群体（比如出生在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女性）给

予支持，比如提供就业培训、提供创业扶持等等；

其二，对于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应该有更清醒的认

识，在父母背景显得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如何扶持

有能力的“寒门学子”，如何缓解“拼爹”的负面效

应，以此维持社会阶层之间的通畅流动也是政府

应该认真思考的；其三，应该关注劳动力流动和教

育对于个人收入的提升作用，加大教育产业的扶

持力度应当成为政府的持续性政策，尤其对于农

村地区而言，教育资源的分配与城市有着很大的

差距。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向城市流动寻找更好

的就业机会成为了提升收入的一条重要通道，政

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予以合理引导，鼓励农民拓

宽收入渠道，同时要解决好移民引起的一系列联

动后果，诸如农业生产的劳动投入减少和由于劳

动力外流引起的土地弃耕现象。最后需要强调的

是，社会所倡导的公平应该是机会的公平，而不是

一味的无条件公平，就像Roemer所言，由于自身努

力所造成的不平等是合理且可接受的，而由于机

会不均造成的不平等应是政策制定者所关注的。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芸

芸众生，同样需要“矜贫救厄、上下通达”的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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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作者单位：史新杰，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浙江

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卫

龙宝，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方师乐，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所；高叙文，浙江

大学管理学院；责任编辑：张世国）

注释

①另外，还有事后法（Ex-post）估计，这种方法首先将个体

划分为不同的部分（Tranches），每一个部分的个体拥有相同的

“努力”，然后通过组内不平等来衡量机会不平等，但由于“努

力”的衡量存在很大争议，该方法使用的较少。本文主要关注

事前法。

②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每个组别环境的均值构建收入的

参数标准分布:{ŷi2},其中, ŷi2 =[C̄γ̂+ ε̂]。
③在收入的参数标准分布之下，机会不平等通过以下方式

计算: IOAI = I({yi2}) - I({ŷi2})，IORI = I({yi2}) - I({ŷi2})/I({yi2})。相关

文献已经证明两种方法具有可比性，但是该种方法目前不能

用于下文的 Shapley分解，因此本文采用了平滑分布的直接计

算方法。

④ y͂ J
i = exp [C̄ J

i γ̂J +C j≠ J
i γ̂ j≠ J + ε̂i]，IOAJ =1- I({y͂j

J})/I({yj})，将环

境变量 J的取值替换为组别均值，其他环境变量取原值，构建

一个反事实收入，以此求出环境变量 J的贡献度。

⑤参考其他文献的处理，在回归中，进一步剔除了收入为

0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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